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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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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呈现出显著的经济效益，探索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聚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旅游经济的直

接影响、空间溢出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空间溢

出效应明显，忽视空间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会低估政策的正向作用，间接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要高于直接效应；技

术创新效应是试点政策驱动城市旅游经济提升的重要路径，政策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

游地区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上游地区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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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带动就业、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

引擎，也是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地位、发挥其经济优势是区域发展的必然选择[1]。

然而，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旅游业动能转化的进程中，旅游发展模式僵化、旅游经济发展动能缺失形成现实困境，培育

和挖掘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新动能成为迫切需求。2022 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为旅游业发展赋予新动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着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的优化升级[2]，在实践意义上与旅游经济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各试点城市统筹协调自身资源、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培育良好的

创新环境、打造高效的创新体制。创新型城市依赖科技、人才、文化、知识、体制等要素协同发力，而上述要素对旅游经济的

影响已经在既有文献及实践发展中得到印证。在推动经济社会结构性调整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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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激发旅游市场活力？可通过哪些路径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政策效应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政策效

果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起点。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国家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加速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步伐[3]。

自 2005 年起，深圳、北京、上海等地陆续出台创新型城市建设相关政策，科技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 年和 2018 年也先后出

台了《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关于支持新一批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函》，进一步明确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发展路径，

试点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创新型城市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国家共设立 78个创新型试点城市，其中长江经济带

6批次共设立 31 个试点城市（见表 1），占全国总量的 39.74%。从时间上看，前期的试点城市主要以省会及经济发达的城市为

主，后面的批次则以区域内发展潜力较大的三、四线城市为主；从空间分布上看，下游地区（江苏、浙江）及较大城市（上海、

重庆）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与创新基础，试点数量较多。因此，长江经济带创新型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时空双重维度均有

显著差异，为本文构造准自然实验并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净效应创造了条件。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流域范围覆盖 11 个省市，是我国重大战略发展区域。依托长江水道特色多样的

旅游资源禀赋，长江经济带被誉为我国“国际黄金旅游带”，旅游产业成为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旅游经济

效应得到充分彰显。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旅游经济非均衡现象表征明显，苏、浙、川、贵、滇等省份旅游经

济优势明显，赣、皖、渝等省份旅游经济存在客观差距[4]。现有研究多关注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近

年来关注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陆续涌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经济效应的彰显已得到充分证实[3,5]，但学界尚

未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旅游经济建立关联分析，无法考察该政策在旅游领域是否同样存在显著的经济效应，也不利于破解

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背后黑箱”。本文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发展纳入同一框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

两者的关系，为旅游经济动能的彰显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判断创新型城市试点的经济效应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从而为长江

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径提供新思路。

表 1 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各批次试点名单

试点政策实施年份

创新型试点城市

城市数

（个）

2009 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南昌、合肥、长沙 7

2010 上海、武汉、宁波、嘉兴、重庆、成都 6

2011 连云港 1

2012 南通 1

2013 襄阳、宜昌、扬州、泰州、盐城、湖州、萍乡、遵义 8

2018 徐州、绍兴、金华、马鞍山、芜湖、株洲、衡阳、玉溪 8

二、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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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域旅游经济作用机制的探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旅游经济发展是由内外部条件共同驱动，

资源、人力资本、区位条件等因素并不能完整解释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背后黑箱”。因此，学界研究视角逐步聚焦外部政策

或事件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高铁开通[6]、智慧旅游建设[7]、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8,9]、制度变迁与松绑[10,11]等对旅

游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相继涌现，上述研究通过构造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法、PSM-DID、合成控制法等方法进一步探究政

策效应与旅游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背景下，文化消费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愈发凸显，

部分学者着眼于文化产业集聚政策[12]、文化消费试点政策[13]、数字文化产品对区域旅游经济的作用效果[14]，并探究其背

后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肯定了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针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探究不足；

且旅游行为具有突出的时空流动特征，极少有研究关注政策的空间效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政策效应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

展的效果产生估计偏差，而本文试图考察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更好地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衡量。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其政策效应的发挥已经得到充分证实，相关研究主要聚

焦于政策的创新效应、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三个方面。①在创新效应方面，创新效应是该试点政策最为直接的表征，考量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15]、城市绿色创新[16,17]、企业技术创新[18,19]、区域创新格局[20]影响等方面的成果不

断涌现，研究证实试点政策有助于创新水平提升。部分学者进一步考虑空间特征并对其作用机制展开探讨，如王晗等[20,21,22]

证实试点政策对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人才聚集、资本深化、信息化水平提升等因素构成其内在传导机制[21]。②在

生态效应方面，基于可持续发展及双碳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已有研究从城市碳减排效应[22,23]、城市生态效率[24]、城市可

持续发展及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25]等方面肯定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发展的正向作用，成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

利器。③在经济效应方面，学界认识到创新型城市试点通过政策效应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从而助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26]、提升出口产品质量[27]、提高城市经济韧性以抵御内外部冲击[5]。而旅游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其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关联研究尚处于空白，本文尝试分析两者的关联效应，期望能一定程度弥补研究不足。

由是观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动能提升的助推器，本文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旅游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次探讨了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效应，不仅有助于厘清两者的关系，也完善了该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在旅游领域的

验证。第二，本文基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能较好缓解内生性问题，合理估计创新型城

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净效应；聚焦长江经济带这一重大战略区域，保证了样本的差异化，也为其他区域探索提升旅游

经济发展路径的战略需求提供借鉴。第三，区域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已有研究对政策的空间效应关注不足，本文将多期双重差

分与空间杜宾模型结合，构建 SDM-DID 模型，能有效检验试点政策的外溢效应，从空间视角进行传导机制检验，有助于破解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如何驱动旅游经济发展这一命题。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促进作用

我国旅游业与国民经济联系密切，旅游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首先，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已得到充分证实[5]，而旅游经济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试点城市的选择需综合考量经济基础、科技水

平、人才储备、资源条件诸方面条件[22]，入选的试点城市在财税、金融、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具备先发优势，有助于完善地

区旅游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直接作用；其次，试点政策有助于旅游产品创新、丰富

景区内涵、改变单一游览方式，创新型城市着重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及创新企业培育，入选的试点城市更易运用数字

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如借助 VR、AR、5G 技术促进数字化景区、数字艺术展览、数字藏品等文旅新业态新产品的迭代，不仅有

利于激发游客的游览欲望，更有助于延长旅游消费链条，进而激发旅游经济效应；最后，创新型城市评选工作作为一项国家重

大战略，属于一种典型的“评比表彰”类政策工具，在引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更彰显了试点城市的“品牌价值”，

有助于提高城市知名度，进而有效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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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凭借自身优势，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旅游行为的突出表征在于旅游者的时空位移，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强调城市间创新要素的整合及多样化创新资源的开放

共享，加快创新成果溢出。因此，试点政策在促进本区域旅游经济提升的同时，还可能兼具空间溢出特征。

一方面，区域旅游经济提质增效仰仗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的协同发力，试点城市在政策驱动下促使政府加大与创新活

动相关的资金投入和保障，推动人才发展、技术创新、创新环境优化，当地旅游业能充分享受试点政策红利，促进区域旅游经

济效应彰显。而各城市之间通过物质资源、生产要素等的流动，促进人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充分涌流产生空间溢出[28]，

助力邻近地区旅游经济的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试点政策能有效强化各创新主体的交流与合作，本地及邻近地区的旅游企业、

文旅科研平台、高校及科研院所间的创新要素在政策驱动下产生深度融合，有助于旅游产业链跨地区延长，促使旅游经济效益

呈现空间网络关联格局。进一步地，为占领创新“高地”、享受政策支持，本地—邻近地区展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锦标赛式

竞争”。入选的试点城市通过知识、技术溢出对邻近地区的创新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未入选的城市通过学习试点城市的发展经

验，提升创新要素集聚并优化创新环境，从而使旅游产业能够获得更多创新驱动力，能在技术、人才、产业链等诸方面获得加

持，进一步激发旅游经济发展活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H2：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作用机制

创新效应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所带来的最大优势。一方面，入选的试点城市能享受政策扶持，享受税费优惠、低价房屋

地租等，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投入，从而加快促进科技园区、创新基地等创新研发中心设立，推动创新人才集聚；另一方面，创

新型城市试点成为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可有效提升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制度的优化为开展创新活动

打造良好的空间，促使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构建平等对话与合作机制，有利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从技术创新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看，创新驱动力是激发旅游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在微观层面，技术创新意味着旅游企业能

有更为丰富的渠道学习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精准捕捉旅游消费者需求，针对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生产个性化、差异化产品，

增强旅游消费者的黏性，从供给与消费两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在宏观层面，技术创新效应的提升能有效整合资源，破解旅游

市场要素流动不畅的弊端，有助于技术、人才、资源实现充分涌流[29]，共建共享旅游发展合作平台，从而催生数字文旅、体

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旅游+”新业态，为旅游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添不竭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 基准模型

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作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运用含虚拟变量 DID 的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将入选的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其他非试点城市作为对照组。基准模型如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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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 表示被解释变量，用人均旅游收入来表征；DIDit 为处理组（Treat）与实验期（Period）的交互项，也是本文

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β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用于判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净效应，若系数为正且

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政策效应能有效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Con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组；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φt 表

示时间固体效应；εit为误差项。

2. 空间溢出效应模型（SDM-DID)

考虑各城市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本文进一步构造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公式如下[3]:

其中：W 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构造经济矩阵、地理矩阵、经济与地理嵌套三种矩阵；ρ1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

系数；θ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θ2为控制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β2为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其他

变量含义与前式相同。

3. 空间中介效应模型

借鉴已有研究，采用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公式如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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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edit 为中介变量，本文选取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γ1表示政策效应对其他区域中介变量的影响。

4.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为规避单一矩阵对空间计量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选取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经济与地理嵌套矩阵三种形式检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空间作用和溢出效应。其中，地理距离权重矩阵是基于地理学第一定律，以各城市地理距离

的倒数来设定；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以 2006—2021 年各城市的人均 GDP 进行设定；为充分考虑空间距离及经济效应的双重影响，

本文进一步运用经济与地理嵌套矩阵进行检验。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旅游经济（Tour）。借鉴刘瑞明等（2020）的研究成果，采用人均旅游收入表征长江经济带各城市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10]。

(2）核心解释变量：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DID）。以长江经济带设立的 6批 31 个创新型城市为处理组，其他未入选

试点的 77 个城市为对照组，DID 为实验组（Treat）与实验期（Period）的交互项。Treat 为二值离散选择变量，试点城市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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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非试点城市取值为 0。Period 为时间虚拟变量，如果城市在 t年这一时间节点后成为创新型试点城市，则 t年及以后的年

份 Period 取值为 1，之前年份则取值为 0，非试点城市始终取值为 0。

(3）控制变量：①经济水平（Gdp），区域经济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保障，使用各城市人均 GDP 水平衡量[31]；②教育

水平（Edu），教育水平是旅游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潜在条件，用高等院校学生数量占总人口比重衡量[3]；③对外开放程度（Fdi），

对外开放程度反映地区旅游业对外吸引力程度，运用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衡量[10]；④交通条件（Tra），反映区域旅游运

输的便利性与可达性，运用地区等级公路密度衡量[11]；⑤政府财政保障（Gov），财政支撑力度对旅游发展方向发挥着重要引

领作用，以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来衡量[32]；⑥人力资本水平（Res），人力资本状况反映区域旅游业运行态势及潜在创新能力，

运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衡量[9]。

(4）中介变量：技术创新（Innovation）。借鉴已有研究，采取人均发明专利数量进行表征[33]。

（三）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研究期为 2006—2021 年。基于对数据可靠性及完整性的要求，本文对部分数据缺失严

重的地级市予以剔除，加之考虑研究期内行政区划的调整，如撤销的巢湖市，新设的毕节市、铜仁市，襄樊市改名为襄阳市等，

本文对其进行修正，实际纳入研究样本的长江经济带城市数量为 108 个 1。本文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

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部分数据通过各省份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进行补充完善，极少数仍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填充。为规避异方差对模型检验的潜在影响，除核心解释变量外对其他

变量均取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数据基本描述见表 2 所列。

表 2 变量表征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表征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 旅游经济 Tour 人均旅游收入 0.890 1.101 1 728

核心解释变量 创新型城市政策效应 DID 政策与时间交互项 0.167 0.373 1 728

控制变量

经济水平 Gdp 人均 GDP 10.464 0.762 1 728

教育水平 Edu 每万人高校学生数量 -2.915 0.254 1 728

外商投资 Fdi 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 比重 -4.729 1.711 1 728

交通条件 Tra 等级公路密度 2.748 0.463 1 728

政府财政保障 Gov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7.988 1.182 1 728

人力资本 Res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3.921 0.275 1 728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 Innovation 人均发明专利数量 1.162 1.668 1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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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量的均值及标准差均为对数化之后的结果

五、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3 所列。列（1）为不含控制变量，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

行政策效应估计；列（2）至列（6）运用双向固定效应，采取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列（7）为仅含核心解释

变量和控制变量，不含固定效应展开回归检验；列（8）则在添加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在所有情形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

（DID）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助推器”作用充分彰显。忽视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

效应及常见控制变量均会低估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在控制个体、时间效应并考虑常见控制变量的情形下，2006—2021

年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平均每年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提升约 2.36%。由此，本文 H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中，经济水平、

教育水平、政府财政保障、人力资本均对旅游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体现出经济水平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

一致性，也体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举措对区域旅游经济的重要作用，印证了李瑶亭（2013)[34]、李志远和夏赞才（2020)[35]

等学者的研究；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未能对旅游经济产生正向驱动作用，佐证了马红梅和郝美竹（2020)[36]提出的近几年公路交

通“过度投入”难以产生正向经济效应的发现。

表 3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⑴ ⑵ (3) (4) (5) (6) (7) (8)

DID

0.149**

(2.37)

0.335***

(4.68 )

0.324***

(4.52)

0.305***

(4.28)

0.313***

(4.36)

0.304***

(4.33)

0.387***

(5.67)

0.402***

(5.80)

Gdp

0.952***

(29.43)

0.964***

(29.47)

0.908***

(26.01)

0.882***

(20.34)

0.512***

(8.36)

0.599***

(10.29)

0.589***

(9.74)

Edu

0.169**

(2.29)

0.189***

(2.57)

0.194***

(2.64)

0.204***

(2.84)

0.175**

(2.52)

0.183***

(2.61)

Fdi

-0.062***

(-4.37)

-0.060***

(-4.22)

-0.014

(-0.89)

0.001

(0.01)

0.002

(0.11)

Tra

0.074

(1.04)

-0.006

(-0.08)

-0.019

(-0.30)

-0.02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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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

0.284***

(8.35)

0.252***

(7.82)

0.255***

(7.62)

Res

1.041***

(9.79)

1.051***

(9.03)

Constant

0.150***

(2.77)

5.495***

(5.40)

-8.757***

(-23.49)

-8.410***

(-22.27)

-8.312***

(-21.35)

-6.249***

(-13.76)

-10.892***

(-16.64)

-10.892***

(-16.05)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N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R2 0.572 0.579 0.419 0.426 0.426 0.450 0.476 0.477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二）空间溢出效应

1. 空间计量前验

(1）空间相关性检验。

借助全局莫兰指数检验 2006—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经济与地

理嵌套矩阵下的空间聚集程度，见表 4 所列。结果显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值且

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适合进行后续的空间计量检验，同时也证明空间模型选择的合理性。

表 4 各权重矩阵下旅游经济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值

年份

经济矩阵 地理矩阵 嵌套矩阵

Moran's / P 值 Moran's / P 值 Moran's / P 值

2006 1.047** 0.023 0.050*** 0.001 0.279*** 0.001

2007 1.080** 0.020 0.055*** 0.000 0.28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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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0.973** 0.032 0.066*** 0.000 0.256*** 0.002

2009 0.804* 0.062 0.052*** 0.001 0.248*** 0.003

2010 0.880** 0.046 0.038*** 0.006 0.255*** 0.002

2011 0.632** 0.012 0.036*** 0.008 0.211*** 0.009

2012 0.573 0.135 0.035*** 0.010 0.203** 0.011

2013 0.706* 0.088 0.026** 0.028 0.215*** 0.008

(2）空间模型检验识别。

全局莫兰指数检验证实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发展整体存在着空间相关性，故进一步对空间计量模型展开检验分析。由表 5

可知，首先，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情形下，LM 检验显示在地理距离矩阵下 LM-Error test 与 Robust LM-Lag test 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滞后模型（SAR）均可用于检验；其次，由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为合适；最后，运用 LR 检验与 Wald 检验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否应退化为空间滞后或空间误差模型，

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表明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合适。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借助三种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

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长江经济带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 5 各权重矩阵下 LM 检验、LR检验、Wald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值

检验方法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

特征值 P值 特征值 P值 特征值 P值

LM-Lag test 203.420*** 0.000 0.019 0.889 2.814* 0.093

Robust LM-Lag test 6.731*** 0.009 0.443 0.505 1.048 0.306

LM-Error test 673.100*** 0.000 0.247 0.691 1.816 0.178

Robust LM-Error test 476.411*** 0.000 0.671 0.413 0.050 0.824

LR-Lag test 36.840*** 0.006 22.160*** 0.002 31.710*** 0.000

LR-Error test 37.470*** 0.005 20.490*** 0.004 25.630*** 0.000

Wald-Lag test 37.780*** 0.004 23.990*** 0.001 27.7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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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Error test 42.930*** 0.001 25.750*** 0.000 27.130*** 0.000

Hausman test 117.600*** 0.000 305.470*** 0.000 233.120*** 0.000

2. 空间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1）点估计结果。

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基于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空间影响，并将其与传统模型（OLS 模型、

FE模型、RE 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6所列。结果表明，无论是传统模型还是不同权重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的 DID

系数均为正值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本地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三种空间权

重矩阵情形下，空间滞后项 WDID 均为正值，除嵌套矩阵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他两种矩阵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政

策效应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比固定效应与三种权重矩阵空间杜宾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

忽视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低估政策的正向促进效应，可能的解释在于：传统模型忽视本地—邻近地区之间由于政策效

应激发的客源流动加速的状况，一定程度降低了政策经济效应的解释；再者，政策效应激发本地旅游发展活力，试点城市可视

作旅游发展先行区，在“示范效应”的激励下，邻近城市学习其先进的开发管理模式，促进旅游经济提升。因此，综合考虑创

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使研究结论更贴近客观现实。

表 6 普通面板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经济与地理嵌套矩阵

DID

0.387***

（5.67）

0.402***

（5.80）

0.225***

（3.50）

0.182***

（2.94）

0.371***

（5.52）

0.389***

（5.83）

WDID

1.185*

（1.87）

24.666**

（2.82）

0.699

（1.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6

变量 普通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经济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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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矩阵

个体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ho

1.309***

(18.11)

0.081

(0.59)

0.538***

(6.01)

N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R2 0.476 0.477 0.586 0.253 0.124 0.396

(2）空间效应分解。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下的估计参数只显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方向，不是真实的偏回归系数，无

法判断其边际效应，故进一步采用偏微分分解将政策效应的作用效果解构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见表 7所列。首先，

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与地理嵌套矩阵情形下，直接效应估计参数分别为 0.220、0.433 和 0.407，且均通过 1%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能显著推动本地旅游经济的提升。间接效应是反映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空间溢出

作用，在三种矩阵情形下，空间溢出效应分别为 3.286、1.075 和 0.263，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

邻近地区旅游经济的提升也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比可知，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矩阵的情形下，间接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要

高于直接效应，证实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加快了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与技术溢出，显著增加了旅游产业链条的关联深度，并对其

他地区旅游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与渗透作用，在增进本地区与其他地区旅游业互惠共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旅游经济发展。

由此本文 H2 得到充分证实。

表 7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变量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地理与经济嵌套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DID

0.220***

(3.28)

3.286**

(2.15)

3.505**

(2.25)

0.433***

(3.09)

1.075***

(3.03)

1.508***

(3.77)

0.407***

(6.01)

0.263**

(2.11)

0.669***

(4.49)

WDID

1.185*

(1.87)

24.666**

(2.82)

0.699

(1.53)

Gdp -0.090 -1.160** -1.070* 0.553*** -0.023 0.505*** 0.567*** -0.52**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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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2.08) (-1.92) (10.54) (-0.70) (8.41) (9.24) (-2.41) (6.01)

Edu

0.237***

(3.43)

0.209

(0.13)

0.446

(0.27)

0.203***

(2.83)

-0.001

(-0.01)

0.214**

(2.18)

0.193***

(2.61)

-0.149

(-1.01)

0.044

(0.24)

Fdi

0.047***

(2.76)

0.241*

(1.85)

0.288**

(2.20)

0.004

(0.28)

0.002

(0.26)

-0.071***

(-3.61)

0.014

(0.86)

-0.013

(-0.56)

0.002

(0.06)

Tra

-0.039

(-0.56)

3.279**

(2.05)

3.240**

(2.00)

-0.033

(-0.43)

-0.002

(-0.03)

-0.028

(-0.29)

-0.034

(-0.44)

-0.042

(-0.29)

-0.076

(-0.43)

Gov

-0.049

(-1.34)

0.559*

(1.77)

0.510

(1.60)

0.261***

(8.02)

-0.001

(-0.04)

0.327***

(8.32)

0.219***

(6.01)

0.069***

(2.92)

0.288**

*(5.14)

Res

0.715***

(6.75)

4.439**

(2.14)

5.154**

(2.46)

1.052***

(9.67)

-0.028

(-0.43)

1.045***

(7.31)

1.029***

(9.41)

-0.116***

(-3.24)

0.913***

(3.91)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728 1 728 1 728

R2 0.253 0.124 0.396

（三）传导机制检验

借助空间中介效应检验步骤，验证技术创新路径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见表 8 所列。由

列（1）可知，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其空间滞后项对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具有正向效应，说明创新型城市政策对其空

间效应作用明显。列（2）是将中介变量加入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及技术创新均对旅游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

正向作用。

具体来说，技术创新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驱动城市旅游经济提升的重要路径。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旅游产业

动能提升的重要动力，试点政策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旅游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敏锐把握市场动态，加快新型旅游

产品的研发，缩短创新周期。同时，技术创新驱动旅游产业链条的紧密联动，让各类旅游及相关企业形成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

从而有效降低成本、节约能耗，有助于旅游经济动能提升。由此，本文 H3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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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空间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lnnovation （2）Tourism

DID

0.031*** 0.039***

（2.62） （2.61）

WDID

2.343***

（3.54）

2.256**

（2.54）

Innovation

0.085***

（2.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rho

0.555*** 0.645***

（3.56） （3.60）

sigma2_e

0.373***

（29.53）

0.615***

（29.29）

N 1 728 1 728

R2 0.839 0.501

（四）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为进一步判断本文运用多重 DID 模型检验试点政策效应的合理性，采取事件研究法构建计量模型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并绘制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时点前的系数包含 0且不显著，各年旅游经济水平变化较小，

表明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旅游经济有着较为相似的演变趋势；政策时点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经过 2

期的滞后，效应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内不包含 0且持续增大，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旅游经济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

作用，证实本文的模型构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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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判断本文模型检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随机因素及遗漏变量等影响，通过随机产生试点政策时

间并随机筛选长江经济带样本城市，构造试点政策在时间—城市两大层面的随机实验进行检验，基于虚假实验的基准回归结果

来判断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 1 000 次并绘制估计系数分布图，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本文构造的虚

假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系数多集中分布于 0 附近，表明本文模型构建并未遗漏掉重要的影响因素，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的政策

效应很大程度上受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所激发，核心结论仍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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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3）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用旅游经济总收入进行替换再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 9所列。由表 9列（1）

可知，政策效应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估计结果符合稳健性要求。

(4）控制趋势项及滞后期。表 9 列（2）、列（3）分别控制时间趋势项、构建个体—时间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政策效应仍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相比系数较为接近；列（4）是对各控制变量进行滞后处理，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

进一步佐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5）缩尾处理。由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旅游经济非均衡发展现象表征显著，为规避极端值对政策效应估计结果的偏差，

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 1%的缩尾处理。表 9列（5）缩尾后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效应的回归系数相较于基准回归无明显

变化，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6）内生性检验。尽管本文通过控制常见变量、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缓解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的影响，但现实中可能

仍存在一些无法观测的变量作用于两者的关系，因此，借助工具变量应对内生性问题。

借鉴王帅和李虹（2022）的研究思路[37]，本文选择低碳试点城市与虚拟时间交互项（IV×Period）作为政策效应的工具

变量，该变量具备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创新型城市设立的重要目的在于试点城市提升创新能力，以点带面形

成示范与扩散效应，而低碳试点城市旨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

二，低碳试点城市评选无法直接对当地旅游经济产生影响，只能通过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创新能力来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因

此满足外生性要求。本文利用两阶段回归方法（2SLS）进行估计，表 9 列（6）和列（7）汇报了两阶段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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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交互项 IV×Period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新型试点城市与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相关

性，进一步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可知，F统计值为 42.530，大于 10 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LM 通过了

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存在变量不可识别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交互项 Treat×Period 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在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旧稳健。

表 9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⑴ (2) (3) (4) (5) (6) (7)

更换核心解释变

量

控制时间趋势

项

个体一时间联合效

应

控制变量滞后

期

1%缩尾 工具变量 工具变量

DID

0.353***

(11.19)

0.175***

(2.60)

0.173**

(2.56)

0.145**

(2.15)

0.211***

(4.01)

0.812**

(2.25)

IVxPeriod

0.042***

(3.08)

Kleibergen-Paap rk LM 74.89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42.530***

Constant

1.398**

(2.34)

-460.033***

(-16.13)

-349.236***

(-14.59)

1.511

(1.12)

1.126

(1.13)

-43.784***

(-9.55)

-11.423***

(-14.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1 728

R2 0.570 0.534 0.536 0.585 0.662 0.583 0.431

（五）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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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本文研究样本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及政策试点情况具有较大差异，故而从上

游、中游、下游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同时，考虑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的空间特征突出，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借助经济

与地理嵌套矩阵对政策效应进行估计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10 所列。

结果显示，在不含空间效应的基准回归情形下，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地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上游地区政策效应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对此现象的解释可能在于：下游和中游地区为东部沿海

及中部相对发达地区，旅游业起步较早发展成熟，创新型试点城市数量较多，能较好反映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的正向驱动作用；

上游地区为西部省份，旅游业发展尚未迈向成熟路径，试点城市数量少且大都是 2018 年最后一批试点城市，政策效应对旅游经

济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从空间效应看，三大地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空间滞后项都显著为正，且系数值远高于基准回归系

数，证实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由空间效应分解可知，下游地区的总效应突出，其中间接效应作出

了巨大贡献，反映出东部处于经济及政策高地，能借助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引发资源、知识、技术的空间溢出，从而促进

本地及邻近地区旅游经济效益提升；中游地区直接效应要强于间接效应，符合中部地区自身旅游产业具备一定造血功能，但面

临东部地区的“虹吸效应”及西部地区激烈的客源竞争，溢出效应较为薄弱的发展现状；上游地区直接效应系数值较小且未通

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西部省份尚未较好借助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东风助推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表 1 0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下游 中游 上游

DID

0.366***

(3.26)

0.404***

(3.70)

-0.087

(-0.52)

WDID

25.446***

(5.39)

1.445***

(3.60)

30.929**

(2.26)

直接效应

0.313

(1.25)

0.395***

(3.63)

0.202

(1.22)

间接效应

1.942***

(5.76)

0.065

(0.50)

1.327**

(2.23)

总效应

2.254***

(5.36)

0.459***

(2.70)

1.528**

(2.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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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56 656 576 576 496 496

R2 0.431 0.472 0.519 0.522 0.581 0.625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与旅游经济发展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究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借助多期 DID 模型对其展开相关实证检验，结论如下：

第一，在基准回归检验中，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试点政策的

“助推器”作用充分彰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

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空间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

低估政策的正向促进作用，间接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要高于直接效应，证实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不仅能提升本地区旅游经济效

益，还能对其他地区旅游业发展产生辐射效应与渗透作用。

第三，技术创新效应是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驱动城市旅游经济提升的重要路径。其政策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显著，长江经济

带下游和中游地区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上游地区囿于旅游业发展水平及试点城市数量等原因，

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二）建议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与经济动能彰显提供

了良好契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长江经济带各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旅游经济提质增效过程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关键作用。入选政策试点的城市

应把握时机，以自身旅游资源禀赋及旅游业发展特点为基础，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充分借助数字技术，构建旅游协

同创新平台促进旅游创新活力激发。对于未入选试点的城市，政府应做好公共服务者的角色定位，通过政策激励、规划引领等

途径，充分学习试点城市在创新驱动、人才保障、动能优化等方面的优势，并积极吸收优势地区空间溢出的知识、人才、技术

等，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应彰显。

第二，需进一步释放创新政策驱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一方面，长江经济带整体应秉持互惠共生的发展理念，打破

“各自为政”的旅游发展格局，破除行政藩篱阻梗，坚持以创新为发展理念，以旅游增长极带动促进区域旅游业渐进式发展，

让旅游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促进旅游发展成果充分共享，实现共赢；另一方面，各地旅游发展应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轴，坚持“五

位一体”为引导理念，践行空间经济学“点—轴—域面”时空演进体系，通过构建旅游协同合作机制与创新发展平台，实现资

源、人才、技术的共享交流，为区域旅游经济动能提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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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技术创新对试点政策的效应发挥起到重要传导作用。首先，各地政府应将旅游业置于重要发展地位，实施具有竞争

力的人才激励措施，以创新战略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增加产品及整体旅游链条的发展附加值；其次，应合理淘汰低效高消

耗的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高附加值高发展活力的旅游产业及上下游相关服务业，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后，

应合理推进数字技术、资金、人才等支撑要素的布局，培育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文旅产业集群，推动节能高效的新型旅游产品

与产业体系建立，持续推动旅游产业向高级化、高效化发展。

本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政策效应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的学术关切，也进一步佐证创新驱动在旅游经济动能提升中的重要作

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旅游产业具备关联性与综合性特点，其他相关政策可能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一定

程度会放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旅游经济的作用效果；其次，由于政策效应往往具有时间滞后性，而部分试点城市是在 2018

年才被选中，未来可进一步展开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或更精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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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本文城市删减及保留情况如下：安徽省删减铜陵市；湖北省删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神农架林区、天门市、仙

桃市、潜江市；湖南省删减吉首市；四川省删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省保留贵阳市、

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云南省保留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昭通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


